
 

 

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
−基于移民盈余框架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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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准确识别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是我国新发展阶段加速推进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文章基于改进的移民盈余模型框架，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微

观数据，测度了外来移民给城市本地劳动者带来的福利收益及其与移民技能结构的相关性，并构建

消除移民限制的反事实分析框架，进一步探究了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

中国城市移民盈余显著存在，在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外来移民对城市本地劳动者的

福利效应约为 0.98 万亿元、1.43 万亿元、7.07 万亿元和 11.54 万亿元。移民与本地劳动者之间的非完

全替代以及形成的技能互补形态，构成了城市移民盈余的内在来源。此外，早期实现城市移民盈余

最大化的移民技能结构倾向于高技能群体，在 2010 年后则转向低技能群体。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

市场有助于促进人口空间优化配置和城市移民盈余提升，样本期的经济效应分别约为 1.91 万亿元、

3.15 万亿元、3.45 万亿元和 5.93 万亿元，且这一经济效应随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程度的提高、

资本与劳动力互补性的减弱而逐渐收敛，随移民限制的渐进消除、城市规模分布形态的持续重塑而

不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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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对于释放人力资本要素的

创新效能与生产潜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当前，我国劳动力要素空间

错配现象依然显著，区域间、城乡间的劳动力有序流动受限，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全国统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与统一商品市场相比，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受劳

动力市场一体化滞后的影响，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苏剑和邵宇佳，2022）。其主要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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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阻塞了劳动力社会性流动渠道，限制了劳动力社会性流动空间，造成了工资水平难以

收敛且呈现较大波动的市场分割现象（宋旭光和何佳佳，2022）。因此，深化户籍制度以实现劳

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在更广空间范围、更高政策层面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

劳动力市场的内在要求与重要特征。

现有文献聚焦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损失测度（黄永颖等，2023），认为劳动力市场

分割形成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异和职位差异，从而导致劳动力错配和经济效益损失（周正柱和

周鹃，2022）。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等壁垒，且具有多种原因，综合表现为劳

动力要素的社会流动性不足（刘志彪，2022）。因此，部分研究聚焦劳动力迁移受阻这一劳动力

市场分割的直观表征，通过国别比较和事前评估，量化分析中国城镇化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

的就业率、消费需求和国民收入提升，以此刻画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黄赜琳和姚婷

婷，2020），这为评估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周天勇（2018）利

用土耳其等国的数据将中国应有的城镇化率校准为 70%，从而估算 2016 年因人口流动受限而

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达 3.72万亿元。

然而，现有研究的测度模型与方法忽略了劳动力异质性和技能互补两大特征事实，这可能

导致定量测度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劳动力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依赖于各类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上

的分工与合作，即技能互补性（Moretti，2010；吴伟平，2020）。Eeckhout等（2014）分析了城市中技

能分布的双侧厚尾特征，即同时拥有较多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其驱动力正是高、低

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与消费中的互补性。梁文泉和陆铭（2015）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城市劳动力

技能分布，发现户籍制度阻碍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中国城市相对于美国拥有较多

的高技能劳动力和较少的低技能劳动力，由此导致劳动力错配和经济效率损失。尤其是考虑到

低技能劳动力所受迁移摩擦更强，同时从城市经济集聚中潜在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城市技能互

补受限可能会对经济产出和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马草原和倪修凤，2024）。现有研究已认识

到劳动力技能互补对城市要素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抑制劳动力技能互补会造成一定

的经济效率损失，但较少将其纳入理论模型中并进行定量分析（徐恺等，2024）。

Borjas（1995）提出移民盈余概念，并将劳动力异质性和技能互补纳入模型框架中，分析移民

流入对本地劳动力总体福利的影响，从而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Borjas

（1995，1999）将移民盈余定义为移民为本地劳动力带来的收益增量，并指出当移民与本国或本

地劳动者存在技能结构互补时，移民进入会使本国或本地劳动者受益。可见，移民盈余源于移

民与城市资本拥有者（本地劳动者）间的互补特征（di Giovanni等，2015）。移民盈余理论框架将

异质性劳动力间的互补拓展至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间的互补，由此分析移民进入导致的要素再配

置和收入再分配，但该模型框架未纳入土地要素在城市生产部门中的作用，忽略了土地与其他

要素间的组合关系，从而导致移民盈余识别可能存在一定偏差（Hsieh和Moretti，2019）。鲜有文

献对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进行定量测度。即使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人口市

民化滞后的经济效应评价分析中，也缺乏将异质性劳动力、技能互补与土地要素等因素纳入分

析框架中进行综合考量。此外，相关研究大多未能充分考虑取消人口流动限制后的中国城市人

口规模与结构调整，难以准确评估劳动力市场综合体制机制改革的经济效应。

本文将异质性劳动力、技能互补以及土地要素等纳入移民盈余框架，构建消除移民限制的

反事实分析框架，并结合 2000年第五次和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和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等微观数据，分析了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建设全

国统一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人口空间配置优化和城市移民盈余提升，样本期的经济效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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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1.91 万亿元、3.15 万亿元、3.45 万亿元和 5.93 万亿元。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

从移民盈余视角量化分析了外来移民给城市本地劳动者带来的总体福利，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

拟合消除移民限制后的城市人口规模与结构以及移民盈余值，通过计算消除移民限制前后的移

民盈余差值来识别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评估

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将土地要素纳入城市部门的生产函数，改进移民盈余模

型框架，构建不同资本供给弹性和要素价格弹性等情景，多维度评估了不同情景下建设全国统

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识别策略

鉴于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政策复杂性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取更具操作性的事

前评估方法来识别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识别逻辑是：以改进后的城市移民盈

余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消除移民限制前后的移民盈余差值来识别建设全国统一劳动

力市场的政策效果（见图 1）。
 
 

消除移民限制的城市人口
规模和结构反事实拟合

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
的经济效应

现实情境（存在移民限制）
的城市移民盈余值

反事实情境（消除移民限制）
的城市移民盈余值

差 值

图 1    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识别逻辑
 

城市移民盈余是指外来移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后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

间的重新配置与组合，通过作用于劳动力技能互补和资本与劳动力互补而给迁入地居民带来收

益增量。由于限制劳动力社会性流动的障碍客观存在，基于移民盈余框架实际测算得出的移民

盈余值应为存在移民限制情境下的实际结果。而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本质是消除城市移

民限制，实现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这意味着构建消除移民限制的反事实分析框

架，便可以模拟出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后的城市人口规模与结构调整，从而校准参数值并

定量测算消除移民限制后的城市移民盈余值。在此基础上，求解消除移民限制后与存在移民限

制时的移民盈余差值，即可得到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可见，建设全国统一劳

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是指消除移民限制后，劳动力充分流动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和要素收

入分配效应，两者共同作用改善城市整体福利。

（二）移民盈余模型框架设定与识别策略

LS LU

1. 移民盈余模型框架设定。Borjas的移民盈余模型框架在识别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市

场的福利效应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本文以此为基础，并参考 Hsieh和Moretti（2019）的
研究思路，将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类生产要素投入纳入城市部门的生产函数，从而构建

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移民盈余新模型框架。同时，参照 Amuedo-Dorantes和 Rica（2013）的做法，假

设迁入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类技能群体，即高技能劳动者 与低技能劳动者 ，以刻画

劳动力异质性。异质性劳动力移民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Q = f (K,LS ,LU ,T ) = f
[
K,bN +βM, (1−b)N + (1−β)M,T

]
（1）

K N M b β

T

其中， 表示物质资本， 和 分别表示城市本地劳动者和移民的数量， 和 分别表示城市本地

劳动者和移民中的高技能劳动者占比， 表示土地要素。关于上述生产函数，本文做出以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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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 0 fii < 0 i = K,LS ,LU定：第一，生产函数是连续的，具有二阶可微性，且 ， （ ）；第二，生产函数具

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①
第三，要素价格等于相应的边际产出；第四，城市中的初始资本全部

来自本地劳动者，且资本供给主要考虑完全弹性资本和完全无弹性资本两种情况。之所以需要

基于资本供给弹性分情况进行讨论，是因为在本文构建的新移民盈余框架中，移民对迁入地经

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进入迁入地时对资本的影响，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讨

论。从理论设定的角度出发，完全弹性和完全无弹性是理论层面的边界条件。在现实经济中，资

本供给弹性一般介于这两者之间。不过，基于边界条件进行简化作为一种理论抽象的必要方

式，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更为复杂情形下的经济行为。

在竞争均衡下，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出，由此可得一阶条件：

r = fK(K,LS ,LU ,T ) （2）

wS = fS (K,LS ,LU ,T ) （3）

wU = fU(K,LS ,LU ,T ) （4）

g = fT (K,LS ,LU ,T ) （5）
r wS wU g

λ

其中， 表示物质资本价格， 和 分别表示城市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 表示

土地价格。总产出将按要素贡献分配给各类要素所有者。政府部门持有城市土地所有权，获取

土地要素收入，并以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等形式部分提供给本地劳动者使用（范剑勇和莫家伟，

2014）。假定土地要素收入中能转化为本地劳动者收益的份额为 ，则本地劳动者的收入方程为：

QN = wS bN +wU(1−b)N + rK +λgT （6）

dr→ 02. 完全弹性资本下的移民盈余识别。在资本供给完全弹性的假定下，有 。因此，移民

进入对资本的影响为：

dK
dM

∣∣∣∣∣
dr→0

= − fKSβ+ fKU(1−β)
fKK

（7）

资本价格恒定意味着无论移民进入导致资本如何调整，迁入地本地资本拥有者将缺少增加

资本供给的动力，即资本增量或减量可以被视为全部来自移民。因此，在均衡状态下，移民进入

城市给本地劳动者带来的收益增量即移民盈余完全由劳动收入变动构成，其表达式为：

∆QN,dr→0 = M
[
bN
∂wS

∂M
+ (1−b)N

∂wU

∂M
+λT

∂g
∂M

]
（8）

PS PU αi

ci j i j ci j = fi j f / fi f j

εi j = α jci j m

m = M/L αS αU

设定 和 分别表示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 表示各类生产要素占国民收入的

份额； 表示任何投入要素组合 和 的互补弹性（elasticity of complementarity）， ，与互

补弹性相对的是要素价格弹性（factor price elasticities），两者的关系为 ； 表示城市移民

所占比重，即 ； 和 分别表示国民收入中属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份额。由此，

可以计算得到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QN

Q

∣∣∣∣∣
dr→0

= λ
α2

T cTT (1−β)mPS +αTαS cS T (β−b)(m−1)
2PU PS

+
(1−β)m(1−m)

2cKK PU

[
bαSαT (cS KcKT + cS T cKK)

PS

+
(1−b)αUαT (cUKcKT + cUT cKK)

PU

]
− (β−b)(1−m)2m

2cKK P2
S P2

U

[
bα2

S (cS S cKK + c2
S K)PU + (1−b)αUαS cS K(cUK + cUS )PS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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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b

综上可知，移民盈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移民与本地劳动者的相对技能结构分布，即

城市移民与本地劳动者之间的技能结构差异。如果两者的技能结构分布一致（ ），那么移民

盈余将趋于下降，此时移民盈余主要来源于要素再配置及其引发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因此，

要实现移民盈余的最大化，应积极引导与本地劳动者技能互补的移民迁入。

dr→ 0 dK→ 0

3. 完全无弹性资本下的移民盈余识别。当资本供给由完全弹性转变为完全无弹性时，初始

条件 变为 ，其他所有的假定条件均不变。此时，由于资本量固定不变，移民进入将

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价格发生调整。迁入地本地劳动者获得的移民盈余既包括资本收入变

化，也包括劳动收入变化。均衡条件下，移民进入给本地劳动者带来的收益增量（移民盈余）为：

∆QN,dK→0 = M
[
K
∂r
∂M
+bN

∂wS

∂M
+ (1−b)N

∂wU

∂M
+λT

∂g
∂M

]
（10）

结合上文等式，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

∆QN

Q

∣∣∣∣∣
dK→0

=
α2

S cS Sβ
2m2

2P2
S

+
α2

UcS U(1−β)2m2

2P2
U

+
β(1−β)(α2

UcUU −α2
S cS U)m2

PS PU

− βα
2
U(cUU + cS U)+ (1−λ)βαS cTS

2PS

m

− (1−β)α2
U(cUU + cS U)+ (1−β)(αKαT cKT +αUαT cUT )+ (λ−1)(1−β)(αT cTS +α

2
T cTT )

2PU

m

（11）

β

β

根据理论模型，两种资本供给弹性下的移民盈余数值之所以相差较大，根本原因是移民对

迁入地经济的影响关键取决于移民进入时对资本的影响。为了更直观地比较两种不同资本供给

弹性下的移民盈余变化，本文计算得到两者的移民盈余差值，①并发现资本完全无弹性假设下的

移民盈余明显高于资本完全弹性假设下的数值。其经济学含义在于，不同资本供给弹性意味着

资本收入增量分配给迁入地本地劳动者的份额不同。资本供给弹性越低，资本收入增量中归属

于迁入地本地劳动者的份额越高，移民盈余也就越高。此外，为了探析移民盈余最大时的移民

技能结构分布，本文需明确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比重与移民结构（ ）的关系，因此要求解式（11）
对 的一阶和二阶偏导数。

4. 要素价格弹性估计与情景设计。关于要素价格弹性的估算，本文借鉴 Stern（2011）的思

路，通过估计 Allen-Uzawa 偏替代弹性来获得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的要素价格弹性。在互补

弹性计算过程中，本文遵照 Euwals和 Roodenburg（2004）的思路，利用行与列加权平均值须为零

这一客观事实来计算其他弹性系数。要素价格弹性和互补弹性遵循的识别条件为：

εiK +εiS +εiU +εiT = 0（i = K,S ,U,T） （12）

αKεKi+αSεS i+αUεUi+αTεTi = 0（i = K,S ,U,T） （13）

αKcKi+αS cS i+αUcUi+αT cTi = 0且ci j = c ji（i, j = K,S ,U,T） （14）

由上述条件可以得到：

cKK = −(αS cS K +αUcUK +αT cT K)/αK （15）

cS K = −(αS cS S +αUcUS +αT cTS )/αK （16）

cUK = −(αS cS U +αUcUU +αT cTU)/αK （17）

cKT = −(αS cS T +αUcUT +αT cTT )/αK （18）

  2025 年第 7 期

 ① 由式（11）减去式（9）可得两种资本供给弹性下的移民盈余差值。受篇幅限制，这里未展示其完整公式，下文也未给出偏导数求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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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移民盈余模型中反映并确定城市劳动力市场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关键参数，劳动力要素

价格弹性是衡量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性的有效指标之一（李娟和吴建利，2015）。因此，本文在

测算中国现实情境下的要素价格弹性和互补弹性的基础上，参考 Borjas（1997）的三组要素价格

弹性，①模拟不同要素价格弹性下的相关数值变化，比较分析不同市场稳定程度下的移民盈余及

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从而探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总体福利演变特征。

（三）消除移民限制的反事实分析框架设定

ϕ(µ̂, σ̂) ln pop

城市规模分布及其演进规律是城市发展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中国受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

响，形成了独特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近年来，不少国内外学者探究中国城市人口分布规

律，利用数据拟合与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检验吉布拉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例如，Fang 等（2017）
以及魏守华等（2015）的研究证实了吉布拉定律在中国城市规模研究中的适用性；李兵等（2019）
从反事实分析视角考察了吉布拉定律是否能够有效刻画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未来演变趋势，发

现无论是从城市全样本分析的适用性，还是从城市规模分布形态及其演变的刻画来看，吉布拉

定律是分析取消人口流动限制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有效工具。因此，本文选取吉布拉定

律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并模拟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规律，同时参照 Eeckhout（2004）的研究思路，

利用对数正态分布模型拟合消除移民限制后的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变化。对数正态分布模型的

密度函数 可用城市人口规模对数 表示为：

ϕ(µ̂, σ̂) =
1

√
2πσ̂2

e−(ln pop−µ̂)2/ 2σ̂2
（19）

µ̂ σ̂

σ̂

遵循吉布拉定律的基本前提是所有城市人口规模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为此，本文采用极大

似然估计（MLE）方法，结合中国城市微观数据来拟合对数正态分布模型中的参数。其中，均值

参数 刻画了所有样本城市的人口规模总量与均值，标准差参数 刻画了城市规模分布形态。

越小，各城市间的人口规模差距越小，城市体系结构越趋于扁平化。

σ̂

σ̂

本文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测度，取决于消除移民限制后的城市规模分

布演变趋势及其相关参数的合理设定。现有研究认为，由于存在人口流动限制，中国的城市体

系过于扁平化，具体表现为大城市人口规模相对不足（钟粤俊等，2020），而人口迁移摩擦是城市

人口分布扁平化的关键原因（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魏守华等（2015）以及李兵等（2019）的研

究表明，中国城市规模实际分布拟合的对数正态分布的标准差参数 估计值约为 0.8，明显低于

美国的对应估计值 1.75和 1.41。②这表明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因户籍制度等限制而未达到最

优状态，人口分布会随人口流动限制消除而更加集中。事实上，自 2013年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

城市落户限制以来，中国已经形成放开中小城市人口管制、限制特大城市人口流入的人口管理

格局（吴育辉等，2023）。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并不会驱动城市移民大量涌向本就不

存在进入门槛的中小城市，而是使之流向存在迁移门槛的特大和超大城市，这会导致我国城市

人口分布进一步向特大和超大城市集中。综上所述，消除移民限制将会推动城市间的人口迁移

与集中，城市人口分布拟合的标准差参数 将增大。

σ̂ = 1.75

本文借鉴李兵等（2019）的方法，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经济体量和国土面积等方面较为接近，

且美国的城市间人口流动没有政策限制，因此选取美国作为参照对象。其中， 基于美国

吴伟平、王振军、叶良宇、刘乃全、向国成：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

 ① Borjas等（1997）利用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模拟了三组要素价格弹性下的互补弹性和移民盈余，发现劳动力要素价格弹性绝对值越低，

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低，且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要素价格弹性处于低位，因此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较小。

 ② Eeckhout（2004）对美国所有地区以及县级地区的人口规模进行了对数正态分布拟合，测算得出其标准差参数分别约为 1.75和 1.41。

这里所说的“所有地区”涵盖了城市、乡镇和村庄，而美国的“县级地区”相当于中国的市级行政区划。

•  9  •



σ̂ = 1.41

σ̂

所有地区的对数正态分布拟合结果，标准差参数较大源于研究样本包含许多人口稀少的乡村地

区，使得城市间人口规模差异显著。由于空间尺度为城市层面，本文采用更具参照性的标准差

参数 作为反事实分析框架的基准情景。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测算并比较标准差参

数 分别调整为 1.29 和 1.75 时的情景结果，①从而分析逐步消除移民限制过程中的城市规模分

布形态演变，以及由此导致的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变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城市移民限于国内跨区域迁移，所以消除城市移民限制不会改变城市人口规模对数正态分布的

均值。②反事实模拟的另一假设前提是样本城市数量不变且城市人口规模的排名次序不变，因

此消除移民限制后的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源于城市移民数量的净变化。

（四）数据来源与使用说明

本文主要采用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2010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以及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定量研究，并将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作为要素报酬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数据来源。

PS

PU m β

b

λ

αS αU αK

ci j

εi j = α jci j εi j ci j

本文数据的使用情况如下：第一，高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 ）、低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

（ ）、城市移民所占比重（ ）、城市移民中的高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 ）、本地劳动者中的高技

能劳动者所占比重（ ）等变量通过微观数据计算获得。其中，本文借鉴孙三百（2016）的研究，将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定义为城市移民，即工作并居住在本市辖区半年以

上，但户籍登记在外县、市或者市辖区的常住人口，包括城乡间和城市间迁移的劳动力。此外，

本文将城市移民群体限定为劳动年龄阶段的样本（男性为 16—60岁，女性为 16—55岁），并剔除

在校生、未获得就业身份以及无劳动收入的样本。关于高、低技能劳动者的界定，本文依据受教

育程度，将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视为高技能劳动者，将其他学历的劳动者视为低

技能劳动者。第二，土地要素收入转化为本地劳动者收益的份额 通过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占

比③乘以户籍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计算得到，取值设定为 0.45。国民收入中属于高、低技能劳

动者以及资本的份额（ 、 和 ）则参照郝枫和盛卫燕（2014）的方法计算得到。第三，移民盈

余测度的关键参数是两类劳动力投入要素的互补弹性（ ），取决于要素价格对劳动力供给变化

的反应。由于 ，仅需计算要素价格弹性 即可推出互补弹性 。

三、定量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城市移民盈余测度与比较

1. 移民盈余的形成前提检验。理论分析表明，移民盈余存在的前提之一是城市移民与本地

劳动者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现有研究通常假设具有相同技能水平的城市移民与本地劳动者

是完全替代的。而 Ottaviano（2013）以及 Amuedo-Dorantes和 de la Rica（2013）指出，上述假定存在

一定的逻辑谬误。与城市本地劳动者相比，具有相同技能水平的外来移民有可能从事一些相对

低技能的职业，具体表现为技能分层底端的移民在低收入职业中的就业比例要明显高于相同技

能水平的本地人。这一发现在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的研究中得到验证（Farré等，2011）。基于此，

本文采用Welch指数和等价指数来检验两类群体的不完全替代性。

  2025 年第 7 期

σ̂ = 1.29 ① 李兵等（2019）将 作为中国与美国的标准差参数均值，以进一步观察城市体系的形态。

 ② 下文开展了敏感性分析，放松了均值不变这一假设，考虑消除移民限制可能使城市地区的农村新转移人口以及人口规模增加的情况下

的移民盈余及其变化。

 ③ 生产性财政支出是指与劳动生产与再生产直接相关的财政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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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 Welch 指数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Welch 指数是衡量两类群体不完全替代性的重

要指标。该指数值越低，表明两类群体的不完全替代性越高。本文采用 Welch 指数测度具有相

同受教育程度的城市移民群体与本地劳动者群体的不完全替代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Welch′s index =

∑
C

(
qNC −qC

) (
qMC −qC

)
/qC√(∑

C

(
qNC −qC

)2/qC

) (∑
C

(
qMC −qC

)2/qC

) （20）

qNC qMC qC

[−1,1]

其中， 和 分别表示从事职业 C 的本地劳动者占比和城市移民占比， 表示该职业中所雇

用的全部劳动力所占份额。Welch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该指数等于 1表明城市移民与本地

劳动者的职业分布完全相同，该指数等于−1则表明两者的职业分布完全不同。

本文基于中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测算了技能水平相同的城市移民与本地劳动

者的就业分布 Welch 指数。表 1 结果显示，高技能移民与高技能本地劳动者的 Welch 指数在

0.65到 0.87之间，低技能移民与低技能本地劳动者的Welch指数在 0.90到 0.95之间。这表明技

能水平相同的城市移民与本地劳动者并非完全替代关系，且这种不完全替代性随技能水平的提

高而增强。
  

表 1    Welch 指数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高技能组 0.8413 0.8677 0.6454 0.7412

低技能组 0.8984 0.9333 0.9221 0.9503
 

β

（2）基于等价指数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与参数校准。Welch 指数表明城市移民与本地劳动

者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即高技能移民在进入城市后并非完全从事符合其技能水平的高技能职

业，部分移民可能因就业限制或岗位搜寻周期而暂时从事一些较低技能的工作。在这种情况

下，移民与本地劳动者之间的替代性减弱，进入城市从事高技能职业的高技能移民比例将有所

降低。为此，本文参照 Amuedo-Dorantes和 de la Rica（2013）的等价指数方法，在验证移民与本地

劳动者不完全替代性的同时，测算实际从事高技能职业的高技能移民占比，从而对城市移民的

高技能劳动者占比 进行校正。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IS j = ϕS NS j+ϕU NUj（ j = 1,2, · · · , J） （21）

βc = ϕSβ （22）
IS j j NS j NU j j

ϕS ϕU

[0,1] βc

ϕS ϕS

其中， 表示从事职业 的高技能移民数量， 和 分别表示从事职业 的本地高技能和低技

能劳动者数量； 表示城市高技能移民与本地高技能劳动者的等价指数， 表示城市高技能移

民与本地低技能劳动者的等价指数，等价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且两者之和等于 1； 表示利用

纠偏系数 校正的实际从事高技能职业的高技能移民占比。表 2结果显示， 的标准估计系数

为 0.28，归一化估计系数为 0.86，这进一步证实城市移民与本地劳动者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
 

表 2    高技能移民与本地劳动者职业分布的等价指数

标准估计 归一化估计

全样本 全样本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1） （2） （3） （4） （5） （6）

NSj

0.2775*** 0.8633*** 0.8480*** 0.8533*** 0.8895*** 0.9631***

（0.0573） （0.0561） （0.0948） （0.0930） （0.0768） （0.0108）

NUj

0.0377* 0.1367** 0.0.1520* 0.1467 0.1105 0.0369

（0.0220） （0.0561） （0.0948） （0.0933） （0.0768） （0.0203）

吴伟平、王振军、叶良宇、刘乃全、向国成：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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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数测度与校准。在测度不同弹性资本下的移民盈余之前，需确定式（9）和式（11）中的

参数值。表 3 给出了各参数值，在充分考虑移民与本地劳动者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后，城市移

民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实际占比下降。
 
 

表 3    移民盈余测算的各参数值

年份 PS PU m ϕS β βC b αS αU αK αT

2000 0.0545 0.9455 0.1395 0.8480 0.0933 0.0830 0.0482 0.0440 0.5545 0.2031 0.1984

2005 0.0816 0.9184 0.1534 0.8533 0.1492 0.1273 0.0694 0.0542 0.4279 0.3037 0.2143

2010 0.1353 0.8647 0.3853 0.8895 0.1817 0.1541 0.1061 0.0730 0.4581 0.2450 0.2239

2015 0.1606 0.8394 0.3815 0.9631 0.2175 0.2095 0.1255 0.0788 0.4837 0.2238 0.2137
 

εS S εUU

根据式（12）至式（18）及表 3中各参数值，本文计算得出多种情景下的要素价格弹性和互补

弹性（见表 4）。情景 I是基于中国数据计算得到的 Allen-Uzawa偏替代弹性，而情景 II至情景 IV

中的要素价格弹性来源于 Borjas（1997）的研究，且要素价格弹性（ ， ）取值分别为（−0.3，−0.5）、

（−0.6，−0.9）和（−0.8，−1.5）。可见，随着劳动力要素价格弹性绝对值的下降，各要素内部的替代

性以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均逐渐减弱，表明要素价格弹性反映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

要素关联特征。①

 
 

表 4    要素价格弹性与互补弹性

互补弹性

εS S εUU劳动力要素价格弹性（ ， ）

情景Ⅰ

（−0.57，−0.75）
情景 Ⅱ
（−0.3，−0.5）

情景 Ⅲ
（−0.6，−0.9）

情景 Ⅳ
（−0.8，−1.5）

cSS −10.5168 −5.5352 −11.0704 −14.7605

cUU −1.7529 −1.1686 −2.1035 −3.5058

cKK −1.5580 −0.2394 −2.2717 −5.1731

cSU 0.1169 0.1169 0.1169 0.1169

cSK −1.1777 −2.0669 −1.0789 −0.4203

cUK 2.0828 1.2596 2.5768 4.5526

cTK −1.6531 −1.6531 −1.6531 −1.6531

cTT 0.2707 0.2707 0.2707 0.2707

cTS 4.0960 4.0960 4.0960 4.0960

cTU 0.5189 0.5189 0.5189 0.5189

　　注：本文借鉴韩定夺和沈开艳（2024）的思路，将土地供给弹性设为0.058，将高、低技能劳动力以及土地与劳动力之间的交叉弹

性分别设为0.05和0.222。
 

续表 2    高技能移民与本地劳动者职业分布的等价指数

标准估计 归一化估计

全样本 全样本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1） （2） （3） （4） （5） （6）

Wald chi2 25.4912

Prob. 0.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列（1）报告的是标准的OLS估计结果，列（2）至列（6）
报告的是归一化的OLS估计结果。

  2025 年第 7 期

 ① 由于中国制度环境下土地供给弹性趋近于无弹性且长期保持稳定，土地与资本以及劳动力要素之间的互补弹性相对固定（刘洪玉和姜

沛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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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移民盈余的多维测度与比较分析。基于式（9）和式（11）的求解方程以及四种情景下

的互补弹性，本文测算了不同资本供给弹性下的移民盈余（见表 5），以验证中国城市移民盈余

的存在性以及完全无弹性资本供给情形下的移民盈余是否高于完全弹性资本供给情形。情景Ⅰ

结果显示，在完全弹性资本情形下，2000年、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城市移民盈余占国民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 1.81%、1.64%、3.72% 和 3.53%，对应的移民盈余分别约为 0.18 万亿元、0.31 万

亿元、1.53万亿元和 2.41万亿元；在完全无弹性资本情形下，样本期内城市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 9.90%、7.69%、17.20% 和 16.90%，对应的移民盈余分别约为 0.98 万亿元、1.43 万

亿元、7.07万亿元和 11.54万亿元。可见，城市移民盈余在中国客观存在，且呈现随时间递增的

趋势；完全无弹性资本情形下的移民盈余明显高于完全弹性资本情形，即资本供给弹性越低，城

市移民盈余越高。此外，本文基于 Borjas（1997）给出的三组要素价格弹性，计算得到不同情景下

的移民盈余，结果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表 5    不同情景下的移民盈余

情景
完全弹性资本 完全无弹性资本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移民

盈余

占比

（%）

Ⅰ 1.8128 1.6444 3.7150 3.5272 9.8955 7.6851 17.2020 16.9010

Ⅱ 4.6760 3.6278 8.3481 7.7039 7.1231 5.8543 13.4241 12.6490

Ⅲ 1.6487 1.5233 3.4377 3.2725 11.5687 8.8041 19.6062 19.6397

Ⅳ 1.4943 1.4507 3.1981 3.1069 18.2553 13.2675 29.1396 30.4809

数值

（亿元）

Ⅰ 1 795.83 3 058.53 15 278.67 24 077.69 9 803.12 14 294.19 70 745.92 115 372.25

Ⅱ 4 632.31 6 747.75 34 332.97 52 589.30 7 056.61 10 888.89 55 208.63 86 346.43

Ⅲ 1 633.29 2 833.26 14 138.04 22 339.00 11 460.62 16 375.45 80 633.42 134 067.62

Ⅳ 1 480.36 2 698.23 13 152.72 21 208.45 18 084.80 24 677.41 119 840.90 208 073.42
 

那么，究竟何种资本供给弹性假定更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现有研究表明，一国的整体资本供

给弹性通常偏向于缺乏弹性。Bernheim（2002）的研究证实，资本供给弹性在 0 到 0.4 之间。

Eichner和 Runkel（2012）指出，外来资本对利率的响应程度可以被视为资本供给弹性的近似值。

陈创练等（2017）基于中国 2000—2015年数据的研究表明，资本对利率冲击的响应值在−0.005到
0.02之间。可见，中国的资本供给弹性整体上更接近于完全无弹性。因此，完全无弹性资本假设

下的移民盈余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更贴近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文的分析基

于完全无弹性资本情景展开。

4. 移民技能结构偏向与城市移民盈余。

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对移民技能结构

的偏导数刻画了移民盈余最大化下的移民技

能结构偏向。本文通过求解完全无弹性资本

条件下城市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对移

β v′ v′′民技能结构（ ）的一阶偏导数 和二阶偏导数 ，进一步探讨了移民技能结构偏向与城市移民

盈余的关系。表 6结果显示，2000年、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对

移民技能结构的一阶偏导数分别为 0.3485、0.0438、−0.1797和−0.1706，且二阶偏导数除 2005年
外均为正。这表明在 2000 年和 2005 年，偏向于高技能的城市移民结构更有利于实现移民盈余

最大化；而在 2010 年和 2015 年，情况则相反，此时移民技能结构越是偏向于低技能，移民盈余

越大。此外，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对移民技能结构的一阶偏导数在 2010—2015年略有上

升但仍为负，这可能与中国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低技能劳动者进入城市的门槛松动有关。

 

β

表 6    完全无弹性资本条件下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对移民结构（ ）的偏导数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v′ 0.3485 0.0438 −0.1797 −0.1706

v′′ 0.0708 −0.0077 0.0184 0.0803

吴伟平、王振军、叶良宇、刘乃全、向国成：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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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除移民限制的城市人口规模与结

构拟合

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分

析的关键是确定消除移民限制后的城市人口

规模与结构，从而对城市移民盈余进行再估

计。本文首先运用极大似然估计（MLE）方法

拟合对数正态分布模型中的参数（见表 7），
并依据对数正态分布的参数系数值，绘制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城市人口规模分

布的核密度（Kernel）与正态密度分布图，据此确定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规律。总体来看，核密度估

计与对数正态密度估计在分布特征上逐渐趋于一致，但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城

市人口规模分布尚未达到最优分布。

σ̂ = 1.41根据上文的反事实分析思路，本文进一步拟合了基准情景（即标准差参数 ）下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消除移民限制前后的城市人口规模变化趋势。分析结果显

示，消除移民限制后的典型特征是对数正态分布双侧的概率密度趋于上升，而中间段的概率密

度趋于下降，其现实含义是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的数量将增加，而中等城市的

数量将减少。因此，在消除移民限制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重庆、天津等城市的人口规模

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劳动力向人口规模位序较高城市迁移的极化现象将更加明显。2000 年、

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人口规模增加的城市数量分别为 99个、105个、103个和 106个，人口

规模减小的城市数量分别为 132个、126个、128个和 125个。
（三）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测度与敏感性分析

m β

PS PU

根据反事实模拟得到的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变化情况，本文对式（9）和式（11）中的 、 、

和 等参数值进行了校准，以模拟消除移民限制后的移民盈余变化。表 8报告了情景Ⅰ及不

同标准差参数情景下消除移民限制后的移民盈余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结

果显示：第一，与表 5 中未消除移民限制的估计结果相比，消除移民限制后的移民盈余显著上

升。基准情景下，城市移民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 25.58%—29.17%，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

的经济效应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 8.38%—19.27%。第二，城市规模分布的标准差参数与建设全国

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呈正相关关系。样本期内，三种标准差参数情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劳

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均值分别为 10.67%、13.33%和 20.41%。

σ̂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消除移民限制前后的相关数值变化，表 8还给出了货币化的移民盈余和

经济效应。基准情景下，2000年、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消除移民限制后的城市移民盈余分

别约为 2.89 万亿元、4.58 万亿元、10.52 万亿元和 17.47 万亿元，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

济效应分别约为 1.91万亿元、3.15万亿元、3.45万亿元和 5.93万亿元。可见，消除移民限制的确

能够提升移民盈余，促使城市本地劳动者获得一个更大的收益增量，该结论与周天勇（2018）的
研究发现具有一致性。事实上，当前中国推行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并积极发展中小城

市的政策，其目标是实现城市人口规模均衡发展并有效缓解特大和超大城市出现的城市病。但

从移民盈余视角看，城市规模扩大的社会收益大于其社会成本，这意味着中国当前的大城市、

特大和超大城市仍处于要素集聚与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上升时期。此外，城市规模分布的标准

差参数 与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经济效应的正相关关系，揭示了随着移民限制渐进消除、

城市规模分布形态持续重塑，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将得到持续释放。这表明消

除移民限制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推进过程中势必带来城市人口规

 

表 7    对数正态模型参数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µ̂ 5.7784 5.8332 5.8719 5.9058

σ̂ 0.7860 0.7803 0.7651 0.7632

　　注：表中的参数估计值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拟合得

到，能够反映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总体特征，但拟合的样本均值

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总体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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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分布形态的动态演变，使之逐渐摆脱当前城市体系过于扁平化的状态，从而促进人口空间配

置优化和城市移民盈余提升，最终表现为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随渐进消除移民

限制而不断提升。
 
 

表 8    渐进消除移民限制下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

情景及参数设定 年份
移民盈余 经济效应

占比（%） 数值（亿元） 占比（%） 数值（亿元）

εS S = −0.57
εUU = −0.75

情景Ⅰ

σ̂=1.29

2000 25.9389 25 696.64 16.0434 15 893.52

2005 21.7445 40 444.58 14.0594 26 150.39

2010 23.3936 96 209.71 6.1916 25 463.79

2015 23.2926 159 003.30 6.3916 43 631.05

σ̂=1.41

2000 29.1703 28 897.87 19.2748 19 094.75

2005 24.6449 45 839.21 16.9598 31 545.03

2010 25.5811 105 206.19 8.3791 34 460.27

2015 25.5893 174 681.81 8.6883 59 309.56

σ̂=1.75

2000 37.2092 36 861.68 27.3136 27 058.56

2005 31.8955 59 325.37 24.2105 45 031.18

2010 31.8573 131 017.79 14.6552 60 271.87

2015 32.3494 220 828.07 15.4483 105 455.82
 

µ̂

本文还放松了城市人口对数正态分布均值不变的假设，考虑消除移民限制可能导致城市地

区的农村新转移人口和城市人口规模增加这一情景。具体而言，本文在基准情景下，模拟提升

城市人口规模时，即 增长 1%、5%和 10%，①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表 9和表 8

结果表明，若考虑农村新转移人口引致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则移民盈余和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

市场的经济效应提升，且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幅度越大，移民盈余和经济效应的提升幅度也越大。
 
 

表 9    渐进提升城市人口规模下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

情景及参数设定 年份
移民盈余 经济效应

占比（%） 数值（亿元） 占比（%） 数值（亿元）

εS S = −0.57
εUU = −0.75
σ̂ = 1.41

情景Ⅰ

µ̂提升1%

2000 30.7149 30 428.05 20.8043 20 610.01

2005 26.1581 48 653.79 18.4577 34 331.10

2010 27.4619 112 941.05 10.2178 42 022.38

2015 27.0711 184 797.01 10.1385 69 208.84

µ̂提升5%

2000 34.4991 34 176.94 24.5245 24 295.48

2005 29.4489 54 774.71 21.6834 40 330.83

2010 30.1934 124 174.84 12.7708 52 521.98

2015 29.9621 204 531.86 12.8950 88 026.01

µ̂提升10%

2000 39.1087 38 743.46 29.0625 28 791.12

2005 33.9919 63 224.47 26.1535 48 645.16

2010 34.3335 141 201.77 16.7114 68 728.35

2015 33.5082 228 738.91 16.2909 111 207.43
 

吴伟平、王振军、叶良宇、刘乃全、向国成：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

µ̂

λ b

 ① 之所以仅考虑 增长 1%、5% 和 10% 三种情景，是因为 2015 年全国城镇化率已接近 60%，2023 年达到 66%，城市人口规模增长

10%已是较大增幅。根据测算结果，即使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幅度超过 10%，也不会改变分析结论。此外，本文在渐进调整均值参数的同时，考

虑了城市流动人口占比及土地要素收入归属于本地劳动者的份额 相应变化，具体而言，上述 3种情景下的 分别为 0.446、0.429和 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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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情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模拟

基于要素价格弹性的情景模拟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程

度以及资本与劳动力互补性会影响城市移民盈余和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见

表 10）。在情景Ⅱ~情景Ⅳ中，消除移民限制后的移民盈余分别为 2.29 万亿—15.73 万亿元、

3.13万亿—20.33万亿元、4.34万亿—27.37万亿元，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则分别

为 1.58万亿—7.09万亿元、1.99万亿—6.92万亿元、2.53万亿—6.56万亿元。两组结果显示，城市

移民盈余和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总体上随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程度的上

升（或下降）以及资本与劳动力互补性的下降（或上升）而降低（或提升）。也就是说，对于就业稳

定程度越高的城市，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越低。这是因为：当劳动力要素价格

弹性较低时，城市劳动力市场波动较小、就业稳定性较强（李娟和吴建利，2015），而且资本与劳

动力要素之间的互补性较弱。这意味着外来移民对迁入地城市本地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资本供

给所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移民盈余和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也较小。这一研究

发现与 Borjas（1997）关于美国的经验研究结论一致。
 
 

表 10    不同情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

情景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占比

（%）

移民

盈余

Ⅱ 23.1091 21.7152 23.2471 23.0388

Ⅲ 31.6223 26.7329 29.2266 29.7762

Ⅳ 43.8039 34.1506 38.3676 40.0899

经济

效应

Ⅱ 15.9859 15.8609 9.8230 10.3898

Ⅲ 20.0537 17.9288 9.6205 10.1365

Ⅳ 25.5487 20.8831 9.2280 9.6090

数值

（亿元）

移民

盈余

Ⅱ 22 893.24 40 390.06 95 607.28 157 270.96

Ⅲ 31 327.02 49 722.82 120 198.99 203 262.93

Ⅳ 43 394.86 63 519.79 157 792.42 273 667.67

经济

效应

Ⅱ 15 836.63 29 501.17 40 398.65 70 924.53

Ⅲ 19 866.40 33 347.38 39 565.58 69 195.30

Ⅳ 25 310.06 38 842.38 37 951.52 65 594.24

　　注：这里的测度结果是基准情景下消除移民限制后的结果，区别于表5中的移民盈余评估结果。
 

总之，从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看，在短期内，城市可以通过积极吸纳外来移民、调整移民与

本地劳动者的相对技能结构等方式提升移民盈余，改善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福利，增进建设全

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健全、外来移民市

民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不断完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不断提

升，城市移民盈余和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逐步收敛，从而使移民盈余转化为城

市本地效益。同时，技术和数据的发展会使资本与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之间更多形成

替代而非互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来移民进入城市带来的资本供给。从某种意义上讲，

当城市移民盈余和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趋于收敛时，城市劳动力市场日趋完

备，技术不断发展，这符合城市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客观规律。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准确识别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对于统筹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聚焦城市移民大规模流动与移民限制并存这一特有的社会现象，利用全国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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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基于改进后的移民盈余模型框架识别外来移民对城市本地劳动者福利的

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消除移民限制的反事实框架，测算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

应。同时，本文基于渐进消除移民限制、渐进提升城市人口规模以及不同要素价格弹性的情景

分析，进一步考察了城市移民盈余和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随城市劳动力市场化

改革、就业稳定程度以及资本与劳动力互补性变化而变化的特征。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城市移

民盈余显著存在，城市移民与本地劳动者之间的非完全替代及形成的技能互补形态构成了城市

移民盈余的重要来源。早期实现移民盈余最大化的城市移民技能结构偏向高技能群体，在

2010年后转向低技能群体，这反映了消除以低技能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移民限制的必要性。第二，

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人口空间配置优化和城市移民盈余提升。第三，城市移民

盈余和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应随劳动力要素价格弹性的下降而不断收敛，揭示了

推动城市劳动力市场稳定就业与各类要素互补，从而实现移民盈余内化的城市发展规律。

构建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目标在于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而兼顾效率提升与公平保障。为

了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需推进三大协同改革：一是推进梯度化户籍制度改革，在特大

和超大城市建立跨城“居住年限积分互认”机制，解决低技能移民市民化问题。同时，配套建立

新型城镇化专项基金，重点支持随迁子女教育扩容、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提升和城市移民住房

保障，破解户籍相关的教育、住房等权益壁垒。二是实施系统性市场壁垒清除工程，构建跨部门

联合审查与“线上+线下”立体监督网络，开展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负面清单管理，动态清除地

方性流动限制政策，破除区域市场准入壁垒。三是重构全域性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学籍随人

走”国家云平台和养老保险“全国统收统支+便携式账户”模式，打破教育和医疗的属地桎梏，化

解劳动力跨域流动的福利损失。上述三大路径协同发力，有助于激发空间重构效应、要素激活

效应和公平增进效应，形成劳动力市场“效率提升—公平增进—空间优化”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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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Effect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Labor
Marke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Migration

Surplus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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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labor market serves as the institutional cornerstone for achiev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spatial mis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remains a

prominent issue in China, with the rational and orderly flow of labor between region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till constrained. How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labor market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thus become a critical task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ccurately identify-

ing the economic effect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labor market is an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accelerating

this proces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Based on the improved migration surplus model framework and microdata from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measures the incremental welfare brought

by internal migrants to urban local worker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skill structure of internal migrants, and

constructs a counterfactu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removing migration restriction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eco-

nomic effect of building a national unified labor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objective urban mi-

gration surplus in China. The imperfect substitution between internal migrants and native workers and the pat-

terns of skill complementarity constitute an intrinsic source of urban migration surplus. Moreover, the skill

structure of migrants that maximized urban migration surplus was skewed towards higher-skilled groups in the

early days, and shifted towards low-skilled groups after 2010. A unified national labor market helps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population spatial alloc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urban migration surplus. The eco-

nomic effect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shows a trend of convergence with an increase of employment stability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and a decrease of “capital-labor” complementarity,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re-

lease with gradual elimination of internal migration restrictions and continued reshaping of urban scale distri-

bution pattern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by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ces in migration

surplu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moval of restrictions, it identifies the economic effect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

tional labor market, providing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policy evaluation of urban labor market reforms.

Second, it incorporates land as an input into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the urban sector, refining the migration

surplus model framework. Furthermore, by constructing various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capital supply elasti-

city and factor price elasticity, it multi-dimensionally measures the economic effect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

tional labor market.

Key words:  unified national labor market； migration surplus； skill complementarity； economic effect；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责任编辑　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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